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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学习·拼搏

——纪念刘涤源教授

黄继农

　　著名经济学家刘涤源先生逝世一周年了, 作为受教于他较

多的学生之一, 又岂能无言!

1997 年 12 月 3 日上午八点刚过, 何炼成同志的夫人以电

话转告我这一噩耗, 我为之木然, 继之是沉思、哽泣⋯⋯事情

发生得太突然了! 我问自己: 先生的《选集》不是正在进行么?

先生主编的《凯恩斯主义研究丛书》不是正由他亲自审定一卷

又一卷地交付出版么? 还有, 先生委托我增订他和张旭初、梅

荣政两位同志合写的《〈资本论〉中的科学抽象法研究》一书

不是正在由他指导由我正在执笔么? ⋯⋯这个时候怎么能没有

先生?! 接着我从长途电话询问先生的亲属, 他的二儿媳告诉

我, 先生于 11 月末患急性感冒住院, 但很快就发现脸部及全身

发黄、水肿, 经检查确诊为急性肝坏死, 终于不起。我以身体

原因 (心脏病, 安装了心脏起搏器) , 老伴亦在病中, 未能赴母

校奔先生之丧, 可我的心却飞向了先生身旁。

大约在 1997 年初, 先生在给炼成和我的信中说: 经检查,

他的身体并无器质性的病症, 当争取活到 21 世纪, 像陈岱老那

样。又说: 他坐在电视旁看中国女排与别的队比赛, 连续 几小

时丝毫不感困倦, 先生的话并非夸张。1996 年春我去拜谒他时,

他头脑非常清晰, 听力好, 电话铃响时即敏捷地起身去拿话筒。

但同时我也觉察到, 先生毕竟年龄大了, 由于长期伏案写作, 背

部明显勾偻, 出门必用拐杖。近几年来虽已不写大部头的书, 但

在完成了他的代表作——《凯恩斯经济理论评议》以后, 仍要

组织写作队伍 (先生称之为中国研究凯恩斯主义的“马家军”)、

与人通信、寄材料、筹集出版经费等等, 文章还照写不误。如

最近几年他写的《凯恩斯革命的内涵和真谛》、《垄断价格机理

研究》的前言就是他的有份量的两篇新作, 这还不算他给中青

年作者的著作写序言之类的东西。尤其是 1995 年与先生相伴

40 余年的夫人的不幸去世给他带来的感情上的巨大创伤, 这可

能是影响先生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说: 他

的夫人的死是断了他的右臂, 痛哉斯言! 还有, 三年困难时期,

先生曾染上严重肝炎, 后虽度过了难关, 可隐患未除呵!

先生生于 1912 年, 活到 85 岁, 应算长寿。他留给我们的

几百万字遗稿, 是一笔宝贵财富, 使我觉得他更是一名战士。他

自认是一个“饱受资产阶级经济学薰陶而成长起来的”经济理

论工作者, 只是经历了长期的学习、比较和思想搏斗, 才转变

为笃信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他的目标一经确定, 便矢志不

移, 终于在经济学的许多领域取得了独创性的成果。经济学是

最接近现实的科学, 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前进的

速度很快, 而先生又在近 20 年的坎坷生涯中耽误良多, 但先生

从不气馁, 而是抓住机遇, 从头开始, 继续前进。他确定的基

本方针是: 扬长补短, 缩短战线, 集中精力打歼灭战, 撰写 3～

5 部颇具特色的专著。而今先生的初愿已经实现, 他应无遗憾。

但先生又留下了许多遗憾。例如由他和傅殷才教授共同主编的

国家教委重点科研项目——《凯恩斯主义研究丛书》还有七卷

未经他亲自审定 (他的得力助手傅殷才同志又英年早逝) 完毕,

已经决定由他亲自增补的《〈资本论〉中的科学抽象法研究》一

书中关于凯恩斯研究方法的两章还未来得及动笔⋯⋯。他是货

币金融专家, 假如他健在, 对去夏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决不会置

之不理, 他定会发表看法, 提出对策, 写成文章。他是个战士,

他从未放下手中的武器 (他那敏锐的头脑和战斗的笔) , 他终于

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

3 　　3 　　3 　　3

先生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值得学习的地方很多, 在这里

我只能谈两点体会: 第一, 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特别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坚信不疑。如前所述, 从 30

年代到 40 年代, 他就熟悉西方经济学, “钻研过、信奉过、甚

至传播过”那些理论, 后来 (主要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在钻

研《资本论》中才发现马克思所批判的正是自己曾经信奉过的

东西。两相对比, 发现二者是根本对立的学说, 在基本原理方

面是无法调和也是不可能调和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

过去是、今后也仍然是检验一切经济理论的“试金石”, 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阐述的基本原理决没有、也不会过时。先生多次强

调, 这一点“必须十分明确”, “决不能有半点含糊”。但他同时

指出,《资本论》出版后的一百多年的时间内, 资本主义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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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发生了不少新事件, 世界上出现了许多新情况, 亟待我

们经济理论工作者去开展创造性的研究, 而决不能踏在原地不

动。先生不仅主张之, 而且力行之。例如由他和陈恕祥、徐长

生两位同志合著的《垄断价格机理研究》就是他这一指导思想

的产物。一方面他理直气壮地提出, 必须把价值和价格结合起

来研究才能真正把垄断价格的真相说清楚, 正是垄断价格是发

达国家占统治地位的价格, 非垄断价格则是处于从属地位的价

格, 从这里正是探讨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好窗口。西方经济

学家一百多年来闭口不谈价值, 只谈价格, 是非科学的。在这

个根本理论问题 (也是实际问题) 上必须对其进行驳辩, 使我

们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 我们自己的政治

经济学教科书也存在缺陷, 这些书在谈到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

时, 只是一般化地讲几条道理, 干瘪得很, 既不生动, 也无力

量。长此以往, 也是不行的。《垄断价格机理研究》一书对此作

了可贵的探索, 获得了经济学界的一致好评。而这本书的思路

是先生早在 50 年代就有了深切感受, 并且写出了若干万字的

手稿; 为这本新著早已奠下了基础的 (当然新著往前发展了、丰

富了)。按先生之意, 是准备再版此书, 使之更加完善的。

综观先生一生的教学活动和著述活动, 我体会, 都不是抽

象地讲条条, 而是深入到经济生活的历史实际和现实情况中

去, 掌握大量的事实和统计资料, 然后集中起来加以纵向的和

横向的比较, 进行分析和综合, 让事实说话, 叙述时条分缕析,

言之成理, 言之有物。我没有研读过先生的全部文稿, 但先生

的主要著作, 如《凯恩斯经济理论评议》和由他主持编写的

《反通货膨胀论》以及《垄断价格机理研究》这几本书都贯串了

上述特点。我觉得: 我们大学都读《资本论》, 但没有先生读得

细和读得认真, 理解得那么透彻。我们也写文章、写书, 但没

有先生展开得那样全面、细致和深刻, 那么有说服力。我之所

以有一种宣传先生的治学和为人的文章这么一种冲动, 是因为

先生的为文和为人感染和震撼了我。韩愈曾经说过: “道之所

存, 师之所存也。”大概是指此吧!

第二, 先生的治学方法也是很有特点的, 它给人启迪, 催

人深思。先生把增订那本《资本论》中的科学抽象法研究》的

任务交给我以后, 我曾向他请教过许多问题, 例如有一次我在

信中曾向他提出可否把原书名改为:《〈资本论〉中的唯物辩证

法、历史唯物论和科学抽象法》? 我当时考虑, 既然要读《资本

论》的方法, 就不能只谈科学抽象方法, 还应该有其他。其次,

将来书出版了, 是否还要考虑一下它的市场价值, 是否读者愿

意买? 现在人们 (尤其是青年) 都很务实, 书又贵, 从书架上

看到这么一本书, 可能提不起兴趣。和升学有关还是和就业有

关? 这和“抽象方法”又有什么关系? 先生对我提出的建议开

始觉得似乎有些道理, 他回信说: 暂不定, 先考虑一下。但很

快在同一封信中即对我的建议作了否定。他把理由写满了一张

便笺, 贴在信纸上, 有的用墨水, 有的则用红字。大意是: 书

名仍以不改为好。如果此书全面涉及《资本论》中如何运用唯

物辩证法、历史唯物论以及科学抽象法, 则势必精力分散, 不

易集中把科学抽象法写深写透, 写不出特色。当然此书会要涉

及“两论”, 但篇幅不能过大, 可集中在绪论或第一章中去写,

把“两论”和科学抽象法的关系简明扼要地交待清楚。他指出,

“两论”是科学抽象法的基础, 而科学抽象方法则是“两论”在

这一方法中的体现, 这样就把全书的红线贯串起来了, 这也就

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啊! 先生的提醒使我在迷茫中清醒起来,

增强了我增订好这本书的勇气。为了鼓励我, 先生一再说: “大

胆去写, 放手去写, 我完全信赖你。”当我说将把详细提纲寄他

过目时, 他说: “不必再搞什么详细提纲寄来了。提纲是要的,

但不必太细, 它的作用无非是让执笔者心里大致有数而已, 太

细了反而束缚执笔者的手脚, 不利于大胆发挥创造性。”先生就

是这样不厌其烦地引导像我这样的学生和年青人的!

我和先生的最后见面是在 1996 年 3 月母校经济学院院庆

期间, 并有机会和他再次谈到科学抽象法的问题。他说: 理解

科学抽象法并不难, 也并不神秘。日常生活里就有抽象, 白狗、

黑狗, 其为狗也则一; 方桌, 圆桌, 其为桌子也则一。给人照

象, 也是一种抽象, 要正确的抽象, 就是如何选镜头、抢镜头,

也是不能拿起相机随便一按就算完事的。你应该选择一下, 最

能体现被摄影者的特定气质和特定状态 (如凝思、眺望或专注

于某事等) , 然后抓住时机, 迅速按下快门, 这样, 一张照片的

成功率就大。写文章、写书, 如何选题, 就是抽象。这就是说

要抓住所论事物的本质的、主要的东西, 而舍掉那些非本质的、

次要的、琐屑的东西。马克思从生产商品的劳动中抽象出具体

劳动和抽象劳动, 高得很! 斯密、李嘉图也进行抽象, 而且有

不小的成绩, 他们把经济学向前推进了。但他们的缺点是抽象

不足 (有时又只作一种空洞的抽象) , 或者抽象偏了, 忽视了主

要的东西或重要的环节 (即所谓“中介”)。比如李嘉图分析价

值, 一下子把注意力都投到价值量上去了而忽视了对价值的质

和对价值形式的分析, 这是他区分不了价值和其发展形式——

生产价格在方法论上的原因, 也是他的学派后来走向解体的关

键。斯密虽然大体上发现了价值, 但他并不真正认识价值是什

么。他们手中虽然捧着价值, 就像化学史上的普利斯特列虽然

析出了氧气却不知道它是何物, 而真正发现氧气的人却是拉瓦

锡。斯密和李嘉图谁也没有在剩余价值的纯粹形态上分析过剩

余价值, 而只是在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上打圈子, 真理在他们

面前擦肩而过 (当然他们都未能摆脱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制度

的成见这个大圆圈)。

先生已经长眠于珞珈山旁了! 有一件事情我特别感到对不

起先生: 一是在他临终前我差不多有半年没有给他写信, 我曾

经禀告过先生, 我可能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不能给他写信, 我要

多用点时间啃一下黑格尔的《逻辑学》, 俾便于深一层地掌握关

于抽象法的问题。8 月末, 先生寄来一本日本学者写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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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讲座的书以及他与彭明朗同志合写的关于抽象法的文章,

并在扉页上写明, 书中有许多关于抽象法的例子, 书看完可不

必寄还给他。这是先生最后一次给我寄书并嘱咐, 这似乎是某

种预兆, 他将无精力再去探讨这个问题, 而将希望全部交付给

我。似乎是在鞭策我: 再大胆一些, 再深入一些, 坚持就会成

功。谁知这是他对我最后的一言! 最遗憾的是: 1996 年春与先

生那次不寻常的会面, 竞然疏忽了没与先生合影留念, 而那次

重返母校本来是带着照相机去的 (和同班同学倒是照了几张)。

因我与先生 1951 年秋还在湖北松滋县一起搞过土改, 吃过红

米饭。1996 年末我写过一首“七律”敬呈先生, 其中的“朔气

吹衣战鄂滋”一句, 即指此事。他的形象在我是忘不掉的。

3 　　3 　　3 　　3

先生毕生淡泊名利, 但在学术上却是雄心勃勃, 不甘人后。

他对于接班人和组织梯队看得很重, 他注意培育经济学队伍的

“马家军”(广义的) , 他欣赏“马家军”和中国女排的拼搏作风。

他认为中国经济学界应当有许多支这样的学术队伍, 它应该既

是马克思主义的, 同时又是紧密联系中国经济建设和世界经济

迅速变化实际的、富有创造性而又能打硬仗的队伍。1992 年我

在庆祝张培刚老师从事学术活动 60 周年的会上初次听到“珞

(珈山) 喻 (家山) 学派”的名称时, 觉得这个名称很好。我现

在觉得, 它应当是广义的, 它应当是以张培刚、刘涤源、谭崇

台等老一辈经济学家为代表的涵盖武汉、两湖、豫皖等武大、华

工和曾受业于这些老经济学家的更广大的经济学工作者队伍

在内。张、刘、谭等老经济学家不但自己拼搏而且能组织队伍

攻关, 有大将风度, 这种本事也很需要下一番苦功夫才能学到

手。

我同意这样的主张: 有“家学渊源”, 也应该有“校学渊

源”、“系学渊源”, 武大经济学是有这样的渊源的。我主张实事

求是地宣传和学习对武大经济学这块阵地曾经进行过艰辛耕

耘的那些学者们的事迹, 如杨端六、刘秉麟、戴铭巽等先生, 新

中国成立初期我们这些人就曾聆听过他们的教诲。还有新中国

成立前在经济系任教的李剑农、皮宗石、任凯南等诸先生, 他

们或者在学术上, 或者在领导系务上都曾作过重要贡献。又如

新近去世的吴纪先先生和前些年去世的邓启东先生、曾启贤先

生等, 也是对学生影响较大的学者, 都应当在适当的刊物上作

些宣传介绍。1996 年 3 月的那次院庆前的筹备工作中, 我就曾

打算提这个建议, 把从武大经济系建系以来直至现在的一些资

深学者都分别写一小传, 并附以照片, 陈列出来, 让学生和历

届校友都知道他们。我总认为, 人是环境的产物, 任何人的成

就都脱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 我们不能脱离历史去要求前

人。我们应该给后学者以一种历史的、学风的、人格的启迪和

教育。武大的经济学院、系, 华工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等, 都

是一代一代学者和先贤坚实努力和积累发展而成。这些话我是

给执事者先生们的一点建议, 未必允当, 供参考吧。

(作者单位: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西安　710069)

(责任编辑: 杨宗传)

(上接第 95 页) 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票据这一传统基础性金融工具, 以其变现期限短、成本低、

流动性强等特性, 比其他金融衍生工具更容易操作, 也就有相

对宽松的政策和市场环境。更为重要的是借助票据金融公司的

建立, 不仅填补了票据市场中介机构的空白, 而且借此打开了

券商介入货币市场业务的缺口。使之间接参与货币市场业务,

有利于扩大业务范围, 优化自身业务结构, 增加新的利润来源,

提高金融风险防范能力。通过加强与票据市场各业务主体的交

往, 实现与商业银行之间正常的短期资金流动, 打开中央银行

通过票据市场实施货币政策的通道, 有利于实现货币市场与资

本市场的沟通和衔接。这意义是远非开发几个附加值高的金融

衍生品种所能比拟的。

31 对经济运行及金融调控的促进作用

票据金融公司能够开发出商业票据的投融资功能, 改变企

业对银行长短期信贷资金的高度依赖, 有利于企业按市场规则

来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 强化债务约束, 提高企业之间、企业

与银行之间债务清偿的效率, 促进企业改变资金供应全部依赖

银行, 流动资金贷款长期化、固定化的状况。这既是商业银行

减少信用放款, 提高资产质量的需要, 又是将企业之间信用关

系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的需要。

票据金融公司对票据业务的全面介入, 引入了合理的竞争

机制, 有利于调整属于银行总资产中可流通变现的票据存量的

份额, 以及贴现业务占整个信贷资产的相应比例, 引导商业银

行优化信贷资产结构, 促进商业银行在保持流动性的前提下提

高其资产的盈利性。

对中央银行开办再贴现“窗口”业务来讲, 金融票据公司

解决了我国票据市场缺乏中间环节与中介机构的弊端, 实现了

票据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和流通渠道的多样化, 使票据的承兑、

贴现、转贴现规模和范围极大地提高。促使商业票据、银行票

据真正成为一个安全性、流动性管理的有效工具。扩大了再贴

现业务的广度和深度, 促使各种短期信用工具依其品质、发行

期限, 建立以贴现率为基准的短期利率结构体系的形成, 有利

于再贴现率整体发挥短期基准利率的作用, 使贴现率在我国成

为一种重要的价格信号, 对市场利率产生“宣示效应”, 起到

“指示灯”和调节银根松紧的杠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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